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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但是在近代社会中由于民族危机和西学东渐它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

战。中国人一度以西学中的“民主”与“科学”价值观取代了儒家思想，致使儒学只在海外得以零星保存

和发展。随着海外华人社会和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取得显著的经济成就，儒学的价值观又得到重新认同。在

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儒学人文主义中具有普世价值的“仁”、“恕”观念与全球伦理中的“金规则”可以

相互借鉴、互为补充。  

    

  一、近代儒学所遭遇的挫折 

    

  20 世纪下半叶，作为文化中国中具有活力的知识话语――儒学复兴，是当代中国思想界的重要现

象。它清楚地表明：悠久的传统能够历尽劫难而复兴。  

  鸦片战争（1839 年）以降，西方以强势凌驾中国，儒家的历史自此不断遭遇挫折和失败。过去的 150

年见证了儒家传统复兴的无数次努力。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轴心文明之一，人们自然期待儒家思想

能够卓有成效地应付来自西方的挑战。毕竟，儒家传统因其实用智慧、官僚管理能力、处事技巧及工具理

性而享有盛名，它应该能够顺理成章地学好近代西方的先进技术以抵挡外来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侵害。

从某种意义上讲，儒教中国确实抵挡住了西方列强的侵袭。尽管孙中山痛陈中国已沦入半殖民地的境地，

给人的印象要比印度和其他亚非殖民地更糟，但是中国并没有被帝国主义国家完全殖民化。  

  当然，也不可否认，从 19世纪中期开始，儒家的历史就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儒家的官僚没能吸收

西方的军事长技，以至于海防失陷。儒家的变法者欲以西方近代的宪政制度改变中国官僚体制的努力也归

于流产，致使中国没能转化成为近代化国家。然而，在这个悲剧性的历史演变中还出现了最重要的事情，

即中国知识分子中最勇敢的头脑刻意选择了拒斥儒家人文主义，以为它与中国的现代化背道而驰。这便是

产生于“五四运动”（1919 年）那代人中的彻底地反偶像崇拜思想，它的极端性发展遂促成了普遍的反

孔风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场不遗余力地反“国粹”的运动中，军阀和士大夫倒是携起手来鼓吹儒

家，欲图以之为控制政治和社会的权威意识形态。袁世凯公然宣布要以儒家思想和仪轨恢复帝制，俾自己

可以龙袍加身。不意此举更加刺激了变法者和革命者，促使他们对儒家的所有教导皆群起而攻之。  

  面对西方列强在军事和政治制度上的优势，儒教中国（满清王朝）遭遇了一系列的失败。这使得中国

人滋生了一种强烈的信念：在因启蒙而进入现代化的西方面前，中国儒家的生活方式已显得完全落伍了。

由于其疆域防务不断被摧毁、其行政管理能力不断被削弱，儒教中国的命运近乎就要寿终正寝了。中国作



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欲图复兴，则不得不寻求一全新的指导思想。回顾当时的情形，中国似乎就要解体，中

国人即将沦为世界新秩序中的被奴役民族，这些灼人的恐惧感可能都被夸大了。但是，在中国知识分子的

心里，特别是在那些感受过北美、西欧、日本工业社会巨大发展活力的中国知识分子心里，中国的落后和

衰败都是再明显不过了。  

  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国知识分子以极大的勇气和坚定的决心，欲从最基础上做起，彻底改变中国的现

状：他们欲图更新那些曾孕育了中国人心灵习性的核心价值观。这种雄心壮志的第一步就是反孔，它的深

意更多地是体现在政治而不是文化方面，因为，导致中国民族灾难的罪魁祸首是那些滥用儒家思想以满足

他们非法的权力欲望的军阀和士大夫。随着反对偶像崇拜的变法者和革命者更深入地了解到中国积贫积弱

的原因，他们终于又认识到军事和制度的变革必依赖于思想意识的根本性改变，即必须使中国人的思想意

识脱离儒家重权威、重驯服、重等级制、重社会地位及重男轻女的思想窠臼。他们对儒家思维模式进行了

全面地批判，其意图在于动用一切可资开掘的文化资源，在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危机中重建中华民族复兴

的持久战略。  

  但是，我们也没有理由批评那些矢志“救国”的人，说他们以“救亡”压倒了“启蒙”。 “救国”

和吸收启蒙精神不应该成为两种相互对立的精神资源。20 世纪初期，许多思想家都认为“救国”与“启

蒙”是二者必选其一的难题。这样就未免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在当时那种极为

复杂的知识氛围中，仍然有一部分优秀的知识分子认为，启蒙与救亡是不矛盾的，而且启蒙对于救亡是必

须的。当然，为了急切地解决现实问题，西化人士希望将西方的办法直接引入解决中国的危难局势，为中

国寻找到一条最便捷的富强之路，这也没有什么可以挑剔。但这种实用主义的结果则是：那些构成西方近

代文明动力的启蒙思想，诸如自由、人权、法律、个人尊严等观念反而被中国思想家忽视了。事实上，

“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努力最后便集中到了科学和民主两个方面，以为它们就是拯救中国、促其走向现

代化的不二法门。这个结果表明，中国人寻求救国捷径的功利主义动机占了上风。  

  实际上，科学与民主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富强的两个最实用的工具。科学被视为工业化中有用的技术，

民主则被认为是广泛动员民众参与国家建设的工具。可以想见，西化论者通过各种通俗的作品将科学描述

成救国的必要条件，科学万能演变成了一种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民主则为浪漫主义情调的民众运动提供

了合法性，其形式在 1960 年代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20世纪初期，体

现自由与人权的启蒙思想在知识最丰富、思路最清晰的中国知识分子头脑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但还等不到

10 年的时间，这些启蒙思想的词语就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人的危机感加剧，

其强烈的程度远甚于西方列强过去给中国的刺激。中国与日本地缘接近而且文化遗产相同，日本为什么能

够称霸亚洲？这个严酷的事实说明了什么？“救亡”已经摆到了中国人的面前，让他们坐立不安。寻求富

强之路已成为中国知识界火烧眉毛的议题。  

  在这个背景之下，“五四”时代的“新青年”将儒学视为中国现代化的主要文化障碍。对当时大多数

知识分子来说，现代化就是西化；要西化就必须克服禁锢中国人思想、使其不能吸收现代西方高级文明的

文化惰性。因此，“救国”就意味着摧毁――尽管不是完全消灭――儒学的遗产。这样的逻辑推论成为了

当时好几代接受过最好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定势，使他们一直致力于从心灵深处荡涤儒家习性（如

重权威、重驯服、重等级、重地位、重男轻女等）。  

  但是，紧接“五四运动”之后，一个具有原创性思想的小圈子却站出来了，他们反对当时的主流思

潮，主张以复兴儒家传统的核心价值来回应西方的挑战。梁漱溟在反对儒家传统中许多不合时宜的仪轨的

前提下，在中国的地方社会尝试着实践儒家的“治国”理想。冯友兰则将美国实用主义、新实在论与宋明

新儒家的道德理性主义相结合以构建新的世界观和人生哲学。张君劢在批判权威主义的同时也在儒家思想

中发掘着制度性民主的根源。熊十力在改造大乘佛学，特别是在唯识学的基础上，重建了与《易经》精神

相契合的形上学。这些具有高度原创性的努力使儒家话语在“全盘西化”中别开生面。  

    

  二、当代新儒学的复苏  

    



  1949 年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大陆的胜利彻底改变了那里知识分子的面貌。尽管人们在某些场

合（在历史学、哲学和文献研究方面）仍然能够听到谈论儒家的话语，但是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或者

更准确地说是在它的本土化后的毛泽东思想制导下，所有的思想流派又归于一统。相反，儒家思想则在文

化中国的其他地方寻求新的滋生地，这些新的滋生地主要是台湾和香港。在香港成立了新亚书院，在台湾

则以东海大学为基地，那里的知识分子又开始运作如何弘扬儒家思想的活力。尽管国民党政府想方设法地

欲将儒家思想与自己的意识形态接轨，但是儒家价值观的活力却显示出了相对的独立性，它在官方的意识

形态之外形成了新的价值体系，在香港、台湾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华人社会中得到广泛认同。这些海外华人

社会是指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北美、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华人聚居区。如果说儒家

话语的复兴见诸于除共产主义世界之外的所有地方，那或许有些夸大，但是说这个传统的思想在中国大陆

之外的地方具有普遍性地复兴前景，却并非不实之词。至少，儒学传统作为界定中国人特性的标准在文化

中国的其他地区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人们普遍地承认，中国人在自我反思中重新发现的儒家人文主义具有

重要的价值。实际上，儒家思想在韩国、日本、最近甚至在越南，都被激发出了新的活力。  

  儒家价值复兴中最令人鼓舞的信号是，1990 年代的中国大陆也展现出了对儒家思想的新鲜感和浓烈

兴趣。1985 年我有机会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儒家哲学课程，当时听课的大学生很激动；当然，在他们的情

绪中主要是疑惑多于嘲笑。当然，像人文学科中的文学、历史和哲学系的学生是要研读儒家思想的，但那

也只是将其视为历史上的一个思想流派来学习，并未将其与当代中国社会中的重大问题联系起来。他们当

时是有一种强烈的疏离感，甚至对于涉及儒家思想的一些基本事实也很无知。当我将儒家思想解释成一个

理解中国问题的仍然活着的传统时并以之为理解世界秩序的深厚灵性资源时，学生们都深感震惊。  

  我刻意使用了“灵性”一词，以标明发源于轴心时代的儒家文明不仅仅是一种世俗性的社会伦理，而

且还涉及到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关怀问题。美国学者赫伯特•芬格莱特将儒家的特征解释成“将世俗当作

神圣”，这是对孔子思想中“世俗与神圣”二元关系的一个恰当的描述。在孔子“生活的世界”，不大可

能有世俗与神圣这样的区分。实际上，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身――心和灵――肉相分的二元性在孔子思想中

是很陌生的。麦克斯•韦伯将孔子的生命取向描述为“现世的”，以与新教伦理中的“他世的”价值取向

相区别；这就意味着孔子强调的是世俗世界，即儒家传统缺少对超越性实在的关怀。没有对超越性的关

怀，又使儒家传统缺乏大刀阔斧地改变现实环境的转化性动力。其结果是，儒家的伦理只提倡对现状修修

补补，甚至屈从于现状。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那些变法者或革命者，当他们被经过了工业化后而变得富强的西方民族所深深

刺激时，对儒家思想和方法所表示出的失望；他们发现儒家那套“治平”方案远远抵挡不住西方和日本对

中国经济和政治的蚕食。他们发现儒家人文主义所执著的改造“世俗”世界是如此地可笑，儒家的治术对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竟是如此地无能为力。所幸的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80 年代的大陆学生

还能认识到儒家世界观和人生哲学的意义。他们不得不承认儒家传统是救国无方的；但是，当中国的领土

完整和政治独立已经得到保障之后，中国学生又开始把注意力转到了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方面。他们知道，

中国不同于亚洲和非洲其他新独立的国家，其文明的历史源远流长，而寻求近代国家地位的努力则是相当

晚近的事情。“中国性”的类型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在过去许多个世纪，儒家人文主义一直被视为中国

性的特征，而现在它又要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这当然是中国知识分子所不愿看到的。  

    

  三、儒学人文主义与全球化  

    

  自 1949 年以后，体现在历史学和哲学中的中国人文主义精神逐渐在香港和台湾得到重建，这种努力

也引起了大陆学者的注意。钱穆、方东美、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在 1960和 1970 年代所从事的就是这

类重建工作。最初，他们的努力在北京和上海的学术圈里是没有人知晓的，后来才逐渐地有人认真关注他

们对现代中国知识界的贡献。在南开大学方克立的主持下，中国教育部组织了一个课题以评估所谓“当代

新儒家”的学术成就。这个研究计划起始于 1980 年代中期，预计研究期限长达 10 年并且联合了 18 个高

级研究单位的近 50 位专家学者共同工作。在该计划启动之后不几年的时间里，在“新儒家研究”的总题



目下就出版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实际上远远超出了原来只出 30 本书的计划。这个研究成果就是后来的

“新儒学丛书”系列，包括专著、传记、论文集，构成了研究当代中国思想中新儒家的最有系统的学术成

就之一。  

  1994 年，国际儒学联合会在北京宣告成立。这是在制度化和国际化层面复兴儒家思想的文化活动中

的重头戏。收集在这里的论文，都是选自 1999 年在北京召开的纪念孔子诞辰 2540 年活动中的发言稿，通

过它可以窥见“千禧年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的主旨，提交论文的与会代表共 15 人，代表着 7 个地区不同

的人文学术领域。论文所谈论的题目涉及全球伦理、全球政治、儒学的复兴与现代化转化等。在我看来，

这次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开掘儒学的传统资源以建构全面的现代化意识。 

这些论文并不是对儒学历史的辉煌恋恋不舍，也不是不加批评地将儒学视为东亚的文化遗产而全盘接受。

它们更像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地区性知识，是从儒学的视野思考涉及人类生存环境的重大问题。  

  儒学对全球伦理的贡献还从未像今天这样得到广泛地认同。儒学的两个基本原则――“恕”和

“仁”――构成了普世伦理的基本点，而全球伦理中的“金规则”只是从消极方面确立原则：“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这倒是有利于鼓励不同宗教间的对话，避免将某种特殊的主张宣扬成绝对真理。但是，

这种规则的消极性应该再从积极性方面给予补充，使其更具人道意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这两个原则是互为补充的，它们可以构成世界上不同文化和宗教间相互对话、和平共处的基础。  

  比较而言，儒家对全球政治的贡献就要比其对全球伦理的贡献有更多的局限性。儒家对新的世界秩序

的理念典范是“大同”，它与国际形势的关联性倒是越来越明显了。联合国将 2001 年命名为“文明之间

的对话年”。由于各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危险越来越明显，所以人们广泛地意识到，要想在不同的族群、语

言、宗教、国家间解决好紧张、争论、矛盾和对抗，最好和必要的文明手段就是对话。儒家的“大同”思

想恰好就是建立在多样性和多元性基础之上的。处理差异的较好办法并不是从外面强加一个统一的判断标

准。强制性的统一肯定会导致冲突。“大同”的理想目标是以不同的方式共存并鼓励不同的方式之间相互

补充。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之上的多样性和谐是实现国际政治理想的必由之路。不幸的是，现在的世界秩

序仍然为单边主义所主导着，这与联合国提倡的对话精神背道而驰。无论如何，儒家的“大同”理念既不

是乌托邦式的也不是浪漫主义式的，对于真正的全球化社会远景来说，“大同”的理念又是一种符合理性

的、开明的、人道的、实用的策略。  

  也许，儒学复兴的最重要特征可能是为西方现代化提供另外一种具有权威性的选择。毫无疑问，东亚

在过去 100 多年里都在谦虚地向西方学习；西方文明已成为日本、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大陆

和越南现代化中的组成部分。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使不少学者相信，东亚的现代性不过是西方文明的不同

版本。实际上，也有人尝试着不按西方的路子而只是开掘自己的本土性资源来实现现代化，但是这也近乎

是不可想象的。现代化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法治与人权。这些价值观都是

启蒙运动留给西方现代社会的资源。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东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的文化形式

与西方社会中的传统是有差异的，不同的精神传统体现在东亚民众不同的心灵习性之中，这或许就是日

本、四小龙、越南、中国在现代化转化中所体现出的生活方式差异的原因。但在东亚民众的文化因素之

中，儒家的人文主义是为大家所共同分享的。实际上，东亚（东南亚的新加坡、越南从文化和民族性方面

看也可以算在内）一直被认为是受儒家文明影响的世界。它们都使用汉字（日本语和朝鲜语中都有大量的

汉字）、吃米饭、用筷子，儒家的人文主义也被视为它们的文化特征。  

  尽管东亚地区的国家仍然保留着它的文化多样性和宗教多元性，但是儒家传统在政治、社会、知识分

子和一般民众的现实生活中仍然具有影响力，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儒家传统还对东亚地区的所有宗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大乘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神道教、萨满

教及其他各种原发性的传统和新兴教派。因此，我们同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儒家思想的复兴也极大地刺

激了东亚知识分子重建他们各自的文化认同感。这意味着他们既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源泉，也积极地回应了

现代西方的启蒙对他们形成的思想挑战。这是转换旧观念以容纳新思潮的一种态度，它为文化复兴、制度

建设、社会重建和经济振兴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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